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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技术与工作自主性的关系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分析研究互联网对当代

中国劳动者工作自主性的影响。 研究表明:数字接入对工作自主性具有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与技术扩散的过

程密切相关;从事数字化工作的劳动者拥有更高的工作自主性,这种效应在弱势群体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从事

数字化工作的劳动者内部,工作数字化程度的提升一开始会增加工作自主性,但超过一定阈值后则呈现负面影

响。 数字嵌入工作为劳动者整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工作自主性赋能,其控制效应体现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工作

群体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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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ment or control:A study on labors’ work autonomy in the digital age

CHEN Yanbing1, ZHAO Yandong1,2

(1.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 Method,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2. Beijing Social Construction Research Institute,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work autonomy is a hot topic in academic circles. This study uses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 data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abors’ work

autonomy. Research shows that digital acces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work autonomy, but this impact is related to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diffusion; Workers engaged in digital work have higher work autonomy, which is more obvious

among vulnerable groups; Within the workers engaged in digital work,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egree of digitalization of

work will increase work autonomy within a certain threshold, but when it exceeds a certain threshold, it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Digital embedment empowers the work autonomy of workers as a whole, especially the vulnerable

groups, and its control effect is reflected in the professional groups with high degree of dig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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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互联网的普及与数字经济的发展,
数字技术与工作自主性的关系逐渐成为了学术界

与社会关注的热点。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互联

网在中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 20 世纪末,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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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在中国尚处于技术扩散的早期,劳动者主要依

靠网络搜寻、存储与加工信息,简化工作流程,提
升工作效率。 此时,数字平台建设并不完善,劳动

者主要是在数字终端发挥自己利用工具的能力。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经济与文化

门槛不断降低[1],越来越多的个体成为了数字社

会的公民,消费需求不断释放,一部分依托数字平

台的工作开始在中国涌现。
中国数字化的工作涵盖的范围不但包括 IT 行

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也包括数量庞大

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非正式雇佣人

员,还包括从传统小农转向从事网络直播、淘宝运

营的灵活就业群体。 这些群体的社会地位与身份

特征存在着较强的区别。 近些年的学术研究广泛

关注了这些群体的劳动过程。 研究者通过诸多案

例探讨了信息技术对于劳动者工作自主性的影

响。 案例研究往往针对特定群体,深耕数字平台

的劳动控制过程以及劳动者的主体性策略。 但现

有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缺乏“比较”的视角,对于不

同群体在工作自主性上的差异缺少宏观的分析。
本文研究的目标是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

据分析当下数字社会发展与劳动者工作自主性的

关系。 具体包括以下 3 类问题:其一,数字接入能

否提升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 其二,从事数字化

工作的劳动者与非数字化工作的劳动者相比,工
作自主性是否更高,这种效应是否存在群体差异?
其三,在数字化工作内部,工作数字化的程度与工

作自主性之间呈现何种关联?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工作自主性及其研究路径

工作自主性关注的是个体在工作中的自由裁

量权,它由两个因素构成:一是工作特征赋予个体

的主体性,与工作组织在工作时间、工作范围以及

工作方式等方面的严苛程度有关;二是个体主观

上能够感受到的主体性。 不同范式对于工作自主

性因素的侧重点不同,对于工作自主性的测量也

存在差异。
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大多关注第一个因素,强

调客观的工作自主性,即组织赋予员工的在工作

过程中的决定权[2 - 3]。 研究发现,工作自主性会

对员工的建言行为[4 - 5]、组织公民行为[6] 与创新

行为[7 - 8]等产生影响。
社会学研究关注的重点则是第二个因素,强

调主观的工作自主性,即在特定的工作组织形式

下,劳动者主观上感受到的能动性。 工作自主性

往往被视为个体结构位置与工作组织形式带来的

结果。 从结构位置来看,不同结构位置的劳动者

选择自主性职位的可能性存在差异,比如教育水

平高的个体更加偏好自主性高的职位[9]。 从工作

组织形式来看,个体能感知到的自主性与工作组

织的劳动控制形式有关[10]。 在工业化时代,社会

理论家洞察到了资本控制劳动中的主体性问题,
提出了“异化劳动” [11]、“去技能化” [12]与“制造同

意” [13]等概念认识工人的主体性地位;随着后工

业化时代的到来,工作与雇佣的关系发生了转变,
不稳定劳工逐渐兴起,劳动者的主体性从受组织

内部控制转向了“市场控制” [14]。
数字社会创造了新的社会空间,为劳动者与

组织之间创造了新的连结方式。 那么,进入数字

化时代,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这就需要对互联网带来的双重可能性做出探讨。

(二)赋能抑或控制:互联网的双重可能性

一直以来,技术与主体性的关系是社会研究

关注的热点。 学术界大体呈现出“技术乐观主义”
与“技术悲观主义”两种态度。 前者认为,技术是

赋能的,它不断为个体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虽然

技术在特定的阶段会带来某些缺陷,但是新的技

术会对这些缺陷进行弥补,使得社会处于一个不

断理想化的状态[15]。 后者则认为技术是控制的,
它自身能够成为一种“实在”,实现自我生产、自我

决定与自我满足,技术思维会渗透至社会的方方

面面,最终实现对于个体的控制,导致主体性的消

失[16]。 也有人认为,技术的影响与技术自身的属

性密不可分,如福山[17]认为,不同类型的技术存在

不同的控制效果,原子能技术会让个体充满排斥

和恐惧感,生物技术相对温和,而信息技术则更加

友善。 而即使是相对温和友善的互联网技术,也
存在着“赋能”和“控制”两方面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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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赋能”效果,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从技术本质来看,互联网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开放

包容特质的技术。 按照 SST(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的观点,特定的技术往往是在一定文

化背景下由某类群体推动与创造的,因而技术本

身会带有阶层与文化的烙印[18]。 互联网早期的发

展得益于政府部门、知名大学与研究中心的推动,
在自由主义氛围的鼓励下,研究人员更加注重自

由与开放的文化观念,他们将这种文化观念带入

因特网的实践过程之中,这使得信息技术与其他

技术存在文化差异[19]。 从制度建构来看,互联网

为劳动者提供了维护自身劳动权利的空间。 互联

网普及后,劳动者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表达自身

的诉求。 实证研究也表明,对互联网的有效使用

将有助于公民的意见表达与政治参与[20 - 21],进而

缓解个体遭遇的控制行为。 此外,互联网的组织

架构本身具有扁平化、去等级化、去中心化的特

征[22],有助于消解刚性的科层体制。 从文化观念

来看,互联网技术驱动了信息的扩散,弱势劳动者

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支持,关于劳动的价值观念

也因此得到改变。 数字技术具有将复杂语句转化

为简单数据的能力[23],能够帮助劳动者掌握对劳

动权利与劳动义务的知情权。
互联网之所以会带来“控制”,也有以下方面

的原因:从技术本质来看,先进的信息技术往往是

在社会精英的支持下发展出来的,这些技术的设

计本身有利于精英, 也更容易被精英阶层掌

控[24 - 25]。 对于广大的工人群体而言,他们使用数

字技术的能力较弱,使用数字技术的机会也更少,
争取工作自主性的议价能力也因此会受到冲击。
从制度建构来看,工作组织通过掌控劳动者的工

作信息,来强化对员工工作方式的控制权。 在互

联网的技术支配下,劳动者的行为模式不断被数

字化,这些数字是工作组织控制劳动者的基础[26]。
雇主可以利用收集的信息对劳动者的工作行为进

行监督,甚至算法平台本身就可以对劳动者的工

作成果建立动态的奖惩机制[27],信息的透明化压

缩了劳动者的议价空间[28]。 从文化观念来看,互
联网能够传达文化价值观念,营造对工作组织的

认同,制造了劳动者的“同意” ( consent)。 当工作

程度较为复杂时,资本的权力控制会深入至劳动

者的思想层面[29],劳工在劳动过程会产生“同意”
的意识。 以数字技术为主要依托的企业往往借助

互联网文化,给员工营造一种“自由”的工作氛围,
让员工实现对自我的规训, 从而达到控制的

效果[30 - 31]。
总之,互联网技术对于个体的主体性可能是

“赋能”状态,也可能是“控制”的状态,这种效应也

会随着技术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应用程度以及受众

群体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在 2010 年以来的中国社

会,数字鸿沟与过度数字化的现象同时存在,少数

劳动者尚未与数字社会形成连结,而一部分劳动

者从事的工作已经无法脱离互联网。 因此,互联

网对中国劳动者自主性的影响需要从 3 个层次进

行分析:第一个层次是劳动者是否使用互联网对

于劳动者自主性的影响(数字接入效应);第二个

层次是工作中是否使用互联网对工作自主性的影

响(数字化工作效应);第三个层次是在使用互联

网工作的劳动者内部,互联网使用程度对于工作

自主性的影响(工作数字化程度效应)。 后文将围

绕这 3 个层次展开进一步分析。
(三)数字接入与工作自主性

本文研究首先探讨数字接入对劳动者工作自

主性的影响。 数字接入差异导致数字鸿沟,使得

能够使用互联网的劳动者更有机会搜寻到关于工

作的具体信息,改善就业质量[32 - 33],并有选择自

主性高工作的机会,而被数字排斥在外的劳动者

处于信息闭塞的状态,更有可能进入对劳动者控

制较强的岗位。 在进入劳动岗位之后,互联网也

会对员工的工作自主性产生积极效果,比如信息

通讯技术减少了员工执行任务需要的时间,员工

能够随时调整自己的努力状态[34];当工作与家庭

的关系面临冲突时,员工可以通过信息通讯技术

与家人取得联络,从而在工作过程中尽可能兼顾

家庭事务;通过移动互联技术,劳动者能够将自身

遭遇的控制反馈至网络平台,促进自我表达与集

体行动[35],从而实现对工作组织的制约。 由此,本
文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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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设 1:数字接入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工

作自主性。
2010 年以来,互联网在移动互联技术的支持

下迅速扩散,渗透至了各个社会生活领域。 根据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互联网

普及率从 2009 年 12 月的 28. 9%上升到了 2021 年

底的 73. 0% [36]。 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互联网带

来的自主性效果逐渐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能额外

带来的效应会越来越薄弱。 在互联网扩散的过程

中,互联网使用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也逐渐彰显,一
些劳动者仍然可以利用互联网来提升工作自主

性,而另一些劳动者则更多地感受到了互联网带

来的束缚,甚至出现劳动者的技术优势被技术取

代的“去技能化”情况。 总之,随着技术的扩散,数
字接入对工作自主性带来的影响会逐渐呈现出分

化的状况,对一部分群体的负面影响冲击了互联

网整体的积极效应。 因此,本文引申出了以下

假设:
研究假设 2:伴随数字扩散,数字接入对劳动

者工作自主性的积极影响逐渐消失。
(四)数字化工作与工作自主性

在第二层次上,本文关注数字化工作与非数

字化工作在工作自主性上的区别。 随着信息通讯

技术(ICT)的发展,互联网不再只是工作之外的生

活场所,而是逐步嵌入在工作过程之中,推动了数

字化工作的产生与发展。 本文所关注的数字化工

作,是指个体在工作过程中需要借助互联网完成

任务的工作。 就互联网的技术特征而言,数据发

挥作 用 的 方 式 是 让 世 界 变 得 更 加 清 晰 可 读

(legible),它将复杂的社会建构转变成为机器可以

识别的实体。 当工作组织的数字化程度较高时,
成员之间的沟通渠道相对便利,组织也会倾向于扁

平化的管理体制。 近年兴起的数字平台突破了科层

体制的一些要求,偏好以不稳定雇佣( precarious
employment)来降低工作成本,这些不稳定工人有着

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表,在工作进度方面享有一定

的自主权[37],这对于那些科层体制下的劳工来说

是某种程度的“解放”。
中国大部分非数字化工作的从业者集中在劳

动密集型的第二、三产业,从事的是劳动力市场中

自主性最低的工作,必须“在场”工作,工作时间较

长而且相对固定, 工作内容基本由管理者决

定[38 - 39]。 在数字化的驱动下,他们在组织授权范

围内可以拥有更多的自主决策权限与自由活动空

间,甚至选择多份兼职工作。 虽然数字化会带来

新的控制,但它很难超出原本工业化就业体制下

的控制程度。 由此,可以形成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3:相比于非数字化的工作,从事数

字化工作的劳动者工作自主性更高。
当然,数字化工作对于不同个体的影响是存

在差异的。 数字技术减少了传统科层制对于中介

组织的依赖,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信任[40],农
村居民、残疾人等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也同样能

够参与经济活动[41 - 42],并从中获得一定的身份认

同与价值感[43 - 44]。 因此,数字技术可能会为人力

资本较低与农业户籍的劳动者赋能:首先,在数字

化工作出现之前,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劳动者只

能选择工作条件较差、劳动者需要按部就班完成

指标的岗位。 数字化工作重构了传统意义上的人

力资本形式,促进了多元型就业的产生[45],它能在

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人力资本的不足。 利用互联网

工作可以提升人力资本较低者工作的灵活性,促
进主体性的发挥。 其次,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具

体情境中,户籍分割 [46 - 47]是导致职业分化的重要

因素,农业户籍的劳动者在特定的空间场域内面

临着一定的歧视。 数字技术恰恰具有打破时空界

限的特征,为身份特征不利与单位特征不利的群

体提供了新的选择,从事数字化工作后,他们与优

势身份劳动者之间的区别会被部分磨平,与优势

劳动者享有了同等程度的工作安排与劳动控制。
相对而言,数字化工作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
总之,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 4:相比于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
从事数字化工作对于弱势群体(农业户籍和人

力资本不足的劳动者)工作自主性的提升效果

更明显。
(五)数字化工作群体内部的工作自主性

数字化工作不仅相对于非数字化工作存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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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优势,在其内部从事数字化工作的劳动者之

间,工作自主性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分化:一部分工

作的数字化嵌入仅限于表层,劳动者通常只是借

助互联网这一工具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而另一

部分工作则受到数字化的深层影响,日常工作互

动的主要对象是数字而非具体的人。 可以预见的

是,不同工作的数字化程度存在区别,数字化程度

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本文认为,数字化程度在一定阈值内具有赋

能的作用,但超过一定阈值后,工作数字化程度将

会与工作自主性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主要缘于过

度数字化会有以下效应。
一是,对劳动者群体而言,过度数字化影响劳

动者之间的社会连结,进而影响对工作自主性的

集体议价能力。 在数字化程度较低的工作中,劳
动者不仅需要在线上实现联通,而且需要通过线

下的合作达成工作目标,劳动群体之间保持着一

定的现实关联性。 而在数字平台与互联网经济的

推动下,一部分劳工的工作过程已高度数字化,工
作内容被数字平台切割为碎片化的微小任务[48]。
“数字无产者” (digital precariat)只需要关注分配

给自身的那一部分任务,然后将劳动成果反馈给

数字平台。 在整个过程中,劳动者间的联系变得

薄弱和表面化,数字劳工被不断孤立,维护自身权

力的集体行动变得愈发困难[49 - 50]。
二是,对劳动者个体而言,过度数字化冲击着

劳动者工作与生活的边界。 当互联网成为劳动者

最主要的工作对象时,劳动者的工作生活边界受

到了挑战[51],从表面上看,劳动者似乎能够自主地

决定工作时间表,但从实际来看,劳动者与工作组

织保持着随时连通的状态,即使是在休息时间也

可能会接入组织安排的工作任务[52]。 一些高度数

字化的互联网企业往往实行着弹性工作制,但这

并不能让员工获得工作自主权,他们对工作的决

策权并未相应提高[53 - 54]。

①　 CGSS 2011 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如工作自主性变量缺失。

根据上述分析,数字化工作能在总体上为劳

动者赋能,但过度数字赋能也可能转变为数字控

制。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 5:在从事数字化工作的劳动者内

部,工作的数字化程度与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呈

现倒 U 形关系,即:在一定阈值内,工作数字化程

度提升劳动者工作自主性,但超过一定阈值后,工
作数字化程度将对自主性呈现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从

劳动者接触数字的角度来说,第一层次的数字接

入会强化其工作自主性,但这种效应随着时间的

推移逐渐消失。 从数字嵌入劳动的角度来说,第
二层次的从事数字化工作会强化工作自主性,尤
其是强化弱势群体的工作自主性,但第三层次的

工作数字化程度则只是在一定阈值内强化工作自

主性,超过一定阈值后,可能呈现出负向的影响。

图 1　 分析框架

二、实证分析策略

(一)样本选择

本文针对的是 18 ~ 60 岁从事非农工作的城市

劳动者,使用的数据来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0 年以来的多期 CGSS
数据提供了受访者的基本信息、互联网使用状况

与工作状况,在 CGSS 2017 中还特别询问了劳动者

工作过程中互联网的使用状况。 根据研究问题的

需要,本研究构建了两种类型的样本:其一是混合

截面样本,用以关注数字接入与工作自主性的关

系,共采用了 2010 年、2012 年、2013 年、2015 年、
2017 年、2018 年共 6 个年份的调查数据①,在删除

了含有缺失值的样本后,共获得 21 024 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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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仅包含 CGSS 2017 的截面数据,用以分析数

字化工作与工作自主性的关系②,在删除含有缺失

值的样本后,共获得 3 403 个样本。 本文在数据分

析过程中进行了加权处理。
(二)主要变量的操作化

1. 自变量

本文研究的自变量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数字接入。 历次 CGSS 问卷中询问了受

访者互联网使用的频率:“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

体的使用情况是: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本研

究根据该问题设定“数字接入”这一变量,将“从
不”赋值为 0,其余选项均赋值为 1。

二是数字化工作与工作的数字化程度。 CGSS
2017 中询问了受访者对于自身工作中使用互联网

情况的判断:“在您一周的工作中,需要使用互联

网的工作大概占多大比例”。 本文将回答为“0”的
定义为“非数字化工作”,高于“0”的定义为“数字

化工作”。 此外,在高于“0”的样本中,将受访者回

答的比例视为“工作的数字化程度”。
2. 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工作自主性。 CGSS 历

年的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对于工作自主性情况的

判断:“在您目前的工作中,您在多大程度上能自

主决定您工作的具体方式”,其选项为四分类的定

序变量,考虑到研究结果呈现与解释的简洁性,本
文参照以往研究的处理方式,将“完全不能自主”
与“在很少程度上自主”定义为“低自主性”,赋值

为 0;将“能在一定程度上自主”与“完全自主决

定”定义为“高自主性”,赋值为 1。
3. 控制变量

本文研究的主要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
民族、婚姻状况、教育年限③、政治面貌、户籍状况、
工作单位,具体情况参见表 1。

4. 调节变量

在考察数字化工作对于个体影响的异质性

时,本研究将教育年限与户籍状况作为调节变量,

以关注数字化工作给弱势群体工作自主性带来的

强化效应。 表 1 呈现的是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在 2017 年,只有

24. 3%的劳动者从事数字化工作。
在本文研究中主要的分析方法是 logit 回归。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 A:基于 5 个年份 CGSS 调查数据的混合截面样本

工作自主性(高自主性 = 1) 21 024 0. 690
年龄 岁 21 024 38. 051 10. 447

性别(男性 = 1) 21 024 0. 587
民族(汉族 = 1) 21 024 0. 944

婚姻状况(曾经结婚 = 1) 21 024 0. 795
教育年限 年 21 024 11. 882 3. 932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 1) 21 024 0. 144
户籍状况(非农户籍 = 1) 21 024 0. 658
工作单位(体制内 = 1) 21 024 0. 317

互联网使用(数字接入 = 1) 21 024 0. 827
样本 B:基于 CGSS2017 调查数据的截面样本

工作自主性(高自主性 = 1) 3 403 0. 722
年龄 岁 3 403 36. 525 10. 323

性别(男性 = 1) 3 403 0. 583
民族(汉族 = 1) 3 403 0. 949

婚姻状况(曾经结婚 = 1) 3 403 0. 774
教育年限 年 3 403 12. 581 3. 846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 1) 3 403 0. 144
户籍状况(非农户籍 = 1) 3 403 0. 640
工作单位(体制内 = 1) 3 403 0. 297

数字化工作(从事数字化工作 =1) 3 403 0. 243
工作数字化程度 % 766 0. 457 0. 300

注:工作数字化程度的样本量是数字化程度取值为 1 的样本量。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数字接入与工作自主性

表 2 呈现的是数字接入对于工作自主性的影

响。 其中,模型 1 - 1 呈现的是全样本的分析结果,
模型 1 - 2 至模型 1 - 7 是对不同年份的调查数据

分别进行讨论。
首先,本文讨论了全样本的分析结果。 就核

心自变量“数字接入”的影响来说,数字接入能够

显著提升个体工作具有“高自主性”的可能。 数字

接入的劳动者获得“高自主性”工作职位的发生比

高出尚未数字接入的劳动者 22. 1% (e0. 200 - 1),研
究假设 1 不能被拒绝。 从控制变量对工作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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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在历年调查中,仅有 CGSS 2017 关注了工作中互联网使用的比例。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赋值为 0,私塾、扫盲班赋值为 3,小学赋值为 6,初中赋值为 9,普通高中赋值为 12,职业高中、中专、技校赋值为

13,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赋值为 15,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赋值为 16,研究

生及以上赋值为 19。



的影响来看,年龄对于个体的工作自主性具有显

著的影响,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会随着年龄的增

长先上升后下降;男性的工作自主性要显著高于

女性;曾经结婚的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要高于未

曾结婚的劳动者;教育年限的增加对于工作自主

性的增强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劳动者工作具有“高自主性”的发生比增加约

6. 8% (e0. 066 - 1);中共党员、农业户籍与体制外劳

动者的工作自主性也分别显著高于非中共党员、
非农户籍与体制内的劳动者。

其次,本文讨论了分样本的分析结果。 在

2010 年,数字接入对于工作自主性具有显著的积

极影响,数字接入的劳动者具有“高自主性”的发

生比高出尚未数字接入的劳动者 30. 0% (e0. 262 -
1)。 在 2012 年,数字接入的影响呈现出边际显著

的状态;在 2013—2017 年的历次调查数据中,数字

接入的系数降低且均无统计显著性。 总体来看,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接入的普遍性提升,数
字接入对工作自主性带来的积极影响也呈现消退

的状态。 不过,在 2017 年之后,数字接入对自主性

影响的系数值又有所回升,尤其是在 2018 年,数字

接入对于工作自主性的影响系数甚至超过 2010
年,且在统计上呈现出显著性影响。

这一变化趋势意味着,数字接入效应带来的

效用可能与网络覆盖率密切相关,在网络覆盖率

低时,劳动者使用互联网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较

大;随着网络覆盖率的提升,接触数字的门槛大大

降低,使用互联网对于工作自主性的影响有所下

降;当网络覆盖率进一步提升较高比例时,只有工

作自主性最低的工作才不需要使用互联网,使用

互联网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又呈现上升的趋势。
总体而言,研究假设 2 并不能够得到支持。 当然,
数字接入对工作自主性的“倒 U 型”效应是否稳

定,还有待于未来的社会调查研究来确认。
(二)数字化工作与工作自主性

表 3 分析的是从事数字化工作的劳动者与非

数字化工作的劳动者在工作自主性方面的区别。
模型 2 - 1 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从

表 2　 数字接入与工作自主性的 logit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 1
全样本

模型 1 - 2
2010 年

模型 1 - 3
2012 年

模型 1 - 4
2013 年

模型 1 - 5
2015 年

模型 1 - 6
2017 年

模型 1 - 7
2018 年

数字接入
0. 200∗∗∗ 0. 262∗ 0. 225 + 0. 148 0. 152 0. 269 0. 437∗

(0. 050) (0. 104) (0. 122) (0. 123) (0. 148) (0. 165) (0. 174)

年龄
0. 046∗∗ 0. 076∗ 0. 007 0. 110∗ 0. 007 0. 100∗∗ - 0. 030
(0. 015) (0. 035) (0. 037) (0. 036) (0. 040) (0. 039) (0. 037)

年龄的平方 / 100
- 0. 051∗∗ - 0. 084∗ - 0. 003 - 0. 124∗∗ - 0. 008 - 0. 118∗ 0. 051
(0. 018) (0. 042) (0. 045) (0. 043) (0. 048) (0. 046) (0. 045)

男性
0. 166∗∗∗ 0. 201∗ 0. 226∗ 0. 115 0. 098 0. 250∗∗ 0. 061
(0. 036) (0. 082) (0. 088) (0. 088) (0. 095) (0. 091) (0. 087)

汉族
- 0. 063 - 0. 281 + - 0. 147 0. 198 0. 002 0. 039 - 0. 141
(0. 078) (0. 164) (0. 185) (0. 188) (0. 214) (0. 197) (0. 200)

曾经结婚
0. 194∗∗ 0. 119 0. 053 0. 062 0. 216 0. 257 0. 193
(0. 065) (0. 162) (0. 160) (0. 151) (0. 161) (0. 160) (0. 141)

教育年限
0. 066∗∗∗ 0. 066∗∗∗ 0. 055∗∗∗ 0. 073∗∗∗ 0. 069∗∗∗ 0. 073∗∗∗ 0. 065∗∗∗

(0. 006) (0. 015) (0. 015) (0. 015) (0. 016) (0. 014) (0. 012)

中共党员
0. 389∗∗∗ 0. 326∗∗ 0. 542∗∗∗ 0. 384∗∗ 0. 480∗∗ 0. 116 0. 523∗∗∗

(0. 055) (0. 118) (0. 131) (0. 136) (0. 150) (0. 138) (0. 139)

非农户籍
- 0. 196∗∗∗ - 0. 328∗∗ - 0. 230∗ - 0. 263∗ - 0. 412∗∗∗ - 0. 170 0. 035
(0. 044) (0. 112) (0. 114) (0. 109) (0. 118) (0. 110) (0. 099)

体制内
- 0. 823∗∗∗ - 0. 930∗∗∗ - 0. 727∗∗∗ - 0. 818∗∗∗ - 0. 939∗∗∗ - 0. 661∗∗∗ - 0. 927∗∗∗

(0. 042) (0. 097) (0. 100) (0. 100) (0. 111) (0. 107) (0. 104)

常数项
- 0. 924∗∗ - 1. 061 + 0. 055 - 2. 504∗∗∗ - 0. 165 - 2. 213∗∗ 0. 236
(0. 292) (0. 635) (0. 709) (0. 699) (0. 770) (0. 736) (0. 718)

log pseudolikelihood - 13 072. 789 - 1 966. 949 - 2 158. 055 - 2 178. 506 - 1 718. 269 - 2 712. 782 - 2 264. 872
伪 R2 0. 030 0. 036 0. 029 0. 034 0. 039 0. 027 0. 032
N 21 024 3 544 3 583 3 536 2 839 3 646 3 876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分别表示 P < 0. 1、P < 0. 05、P < 0. 01、P < 0. 001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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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数字化工作的劳动者获得“高自主性”工作的发

生比高出非数字化工作的劳动者 31. 5% (e0. 274 -
1),并且在 0. 0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模型 2 - 2
在模型 2 - 1 的基础上纳入了数字化工作与非农户

籍的交互项,交互项的结果为负向显著,这说明,
数字化工作对“高自主性”的积极影响对于非农户

籍的劳动者来说,并不那么强烈,即农业户籍的劳

动者是依靠数字化工作提升自主性的主要群体。
模型 2 -3 在模型 2 -1 的基础上纳入了数字化工作

与教育年限的交互项,结果表明,随着教育年限的提

升,数字化工作对工作自主性的积极影响会逐渐减

弱,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通过数字化工作获益更

高。 以上的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工作对于弱势群

体工作自主性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研究假设 4 得

到了一定的支持。 在 logit 回归中,交互项的使用存

在偏误,因此,笔者也尝试计算了各模型平均边际效

应(AME)的结果,其结果与表 3 一致。
表 3　 数字化工作与工作自主性的 logit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2 - 1 模型 2 - 2 模型 2 - 3

数字化工作
0. 274∗ 0. 078 1. 301∗∗

(0. 119) (0. 136) (0. 445)

年龄
0. 086∗ 0. 089∗ 0. 087∗

(0. 040) (0. 040) (0. 040)
年龄的平方 /

100
- 0. 105∗ - 0. 109∗ - 0. 105∗

(0. 047) (0. 047) (0. 048)

男性
0. 276∗∗ 0. 278∗∗ 0. 272∗∗

(0. 094) (0. 094) (0. 094)

汉族
0. 001 0. 005 - 0. 000

(0. 204) (0. 202) (0. 203)

曾经结婚
0. 298 + 0. 296 + 0. 283 +
(0. 167) (0. 167) (0. 168)

教育年限
0. 069∗∗∗ 0. 068∗∗∗ 0. 080∗∗∗

(0. 014) (0. 014) (0. 015)

中共党员
0. 100 0. 104 0. 110

(0. 144) (0. 144) (0. 145)

非农户籍
- 0. 203 + - 0. 070 - 0. 210 +
(0. 114) (0. 123) (0. 115)

体制内
- 0. 579∗∗∗ - 0. 582∗∗∗ - 0. 580∗∗∗

(0. 111) (0. 111) (0. 111)
数字化工作 ×

非农户籍
—

-0. 831∗∗

(0. 284)
—

数字化工作 ×
教育年限

— —
-0. 075∗

(0. 032)

常数项
- 1. 672∗ - 1. 823∗ - 1. 828∗

(0. 763) (0. 764) (0. 771)
log pseudolikelihood - 2 530. 816 - 2 522. 335 - 2 526. 608

伪 R2 0. 025 0. 028 0. 027
N 3 403 3 403 3 403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分别表示 P < 0. 1、P < 0. 05、P <
0. 01、P <0. 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三)工作数字化程度与工作自主性

本文还在从事数字化工作的群体内部,分析了

工作的数字化程度对于工作自主性的影响。 根据模

型 3 -1 的结果,工作数字化程度对于工作自主性也

没有显著的影响。 考虑到工作数字化程度可能与工

作自主性呈现倒 U 形关系,笔者在模型 3 -2 中纳入

了工作数字化程度的二次项,结果表明,一次项与

二次项的系数均显著,研究假设 5 得到了支持。 工

作数字化程度的增加在一定阈值内会提升劳动者

的工作自主性,但超过一定阈值后会呈现出负向

关系。 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在数字化工作内部,
年龄、民族、婚姻、教育年限、政治身份等不会有显

著影响,劳动者的工作自主性仅在性别、户籍、工
作单位上仍然存在差异,这也就说明,在数字化工

作群体内部,人力资本因素能够带来的“红利”较

为有限。
表 4　 工作数字化程度与工作自主性的 logit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3 - 1 模型 3 - 2

工作数字化程度
0. 605 3. 986∗∗

(0. 405) (1. 504)

工作数字化程度的平方 —
-3. 285∗

(1. 366)

年龄
0. 142 0. 149

(0. 097) (0. 096)

年龄的平方 / 100
- 0. 148 - 0. 151
(0. 121) (0. 121)

男性
0. 502∗ 0. 552∗

(0. 219) (0. 220)

汉族
0. 145 0. 068

(0. 373) (0. 383)

曾经结婚
0. 037 0. 001

(0. 339) (0. 337)

教育年限
0. 035 0. 033

(0. 034) (0. 035)

中共党员
0. 125 0. 044

(0. 304) (0. 298)

非农户籍
- 0. 908∗∗ - 0. 973∗∗

(0. 302) (0. 304)

体制内
- 0. 807∗∗∗ - 0. 788∗∗∗

(0. 233) (0. 230)

常数项
- 1. 987 - 2. 600
(1. 735) (1. 756)

log pseudolikelihood - 544. 759 - 538. 899
伪 R2 0. 059 0. 069
N 766 766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 P < 0. 05、P < 0. 01、P <
0. 0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图 2 的可视化结果也揭示了工作数字化程度

与“高自主性”预测概率的倒 U 形关系。 对于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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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字化程度与工作自主性的倒“U”形关系

数字化工作的劳动者而言,数字化程度在 60% 左

右时,获得“高自主性”的概率最高。 当数字化程

度低于 60%时,数字化程度的提升增加了劳动者

“高自主性”的概率,但超过 60%后,数字化程度的

提升会降低劳动者“高自主性”的概率。
(四)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也尝试将

“工作自主性”视为定序变量,使用 oprobit 模型分

析数字接入、数字化工作与工作数字化程度对于

工作自主性的影响。 根据表 5 的结果,数字接入、
数字化工作仍对工作自主性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且数字化工作对农业户籍与人力资本较低的劳动

者而言效用更大,工作数字化程度与工作自主性之

间呈现倒 U 形关系,研究假设 1、研究假设 3、研究假

设 4 与研究假设 5 均得到一定程度的稳健性支撑。
表 5　 基于 oprobit 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 4 - 1 模型 4 - 2 模型 4 - 3 模型 4 - 4 模型 4 - 5 模型 4 - 6

数字接入
0. 055 +
(0. 028)

— — — — —

数字化工作 —
0. 145∗∗ 0. 336∗∗ 0. 764∗∗∗

(0. 052) (0. 103) (0. 219)
— —

数字化工作 × 非农户籍 — —
-0. 261∗

(0. 118)
— — —

数字化工作 × 教育年限 — — —
-0. 045∗∗

(0. 015)
— —

工作数字化程度 — — — —
0. 169 1. 802∗

(0. 167) (0. 701)

工作数字化程度的平方 — — — — —
-1. 575∗

(0. 63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log pseudolikelihood - 26 851. 366 - 5 190. 252 - 5 185. 777 - 5 183. 142 - 1 165. 489 - 1 158. 941
伪 R2 0. 027 0. 022 0. 023 0. 024 0. 055 0. 060
N 21024 3403 3403 3403 766 766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 、∗、∗∗、∗∗∗分别表示 P < 0. 1、P < 0. 05、P < 0. 01、P < 0. 001 有统计学意义。

四、结论与讨论

信息时代的来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劳动

者的工作模式与对工作的把控力。 在中国互联网

达到一定规模的 2010 年,互联网为工作主体塑造

了更加灵活的时空结构,使用互联网的劳动者能

够感知到更多的工作自主性。 然而,随着互联网

的不断扩散,中国的数字社会演化出了更加复杂

的运作模式。 数字接入在为一部分个体工作提供

便利的同时,也强化了对部分群体工作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数字接入对于社会整体工作自主

性的积极影响呈现消退的可能性。
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互联网不再是一个有

效运作的独立空间,而是嵌入到更多的社会场域。

在工作场,一些依靠互联网平台实现策划、销售、
运营、公关等职能的工作岗位应运而生。 本文的

分析结果表明,在当下中国社会,数字化工作尚不

普遍,大部分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并不使用互联网。
对于那些从事数字化工作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自

主性在整体上会高于非数字化工作的劳动者。
当然,在中国产业调整期,不同产业对互联网

的利用模式也存在差异,这使得数字化工作对工

作自主性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 经验研究注意

到了互联网同时存在的“赋能”与“控制”现象:一
方面,个体户利用互联网创业,成为灵活就业人

员,在收入与社会地位方面得到了提升[55 - 56];另
一方面,一些职工在看似相对宽松的互联网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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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历了虚假的自由[57 - 58];在算法平台中,劳工

的劳动过程受到了严格的控制[59 - 60]。 根据具有

全国代表性的样本,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互联网

“赋能—控制”双重逻辑的实践模式:从事数字化

工作会给农业户籍与教育年限较低的劳动者带来

更多的自主性回报,即为弱势群体“赋能”。 在从

事数字化工作的劳动者内部,数字的“赋能”效应

体现在数字化程度较低的工作岗位中,当工作的

数字化程度超过一定阈值后,互联网表现出了“控
制”的效果。

在未来,中国的数字社会将会实现进一步发

展,这既预示着更高比例的弱势群体有机会从事

数字化工作,依赖信息技术获得较高的工作自主

性,也意味着从数字中感受到“控制”的劳动者数

量会增加。 “赋能”与“控制”并存的现象会变得更

加明显。 事实上,“赋能”与“控制”本身就是信息

技术与平台经济的“一体两面”。 在数字社会中,
虽然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依然会受到某种程度的

“控制”,但相比于非数字社会,信息技术能给原本

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带来解放。 为了应对数字

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更需要关注的是数字

世界与非数字世界的平衡,数字本身并不必然导

致对劳动者的控制,其关键是如何让劳动者的主

体性能够凌驾于数字技术之上。 对于数字弱势群

体,需要进行有效帮扶,促进个体利用数字实现更

大程度的劳动自主。 而对于数字优势群体,需要

避免数字带来的新的劳动控制,尊重劳动者掌控

数字的基本权力,而不能地让资本与数字完全自

由组合,排斥个体的主体性。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

告所强调的那样,需要“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

发展”,需要“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

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就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本文尝试在关系

性的视角中考察技术的社会影响。 技术对于个体

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技术与社会关

系的变化而变化:第一,技术“赋能”抑或“控制”受
制于技术对社会的嵌入程度。 当技术成为个体外

在的技能时,它可能会带来较多的益处,而当技术

开始控制个体时,它的影响又与控制程度密切相

关。 当技术控制程度较低时,个体的主体性能够

得到一定的保障;当技术的控制程度提高后,个体

的主体性才逐步减弱。 第二,技术是否“赋能”与

技术的扩散阶段相关。 在技术扩散的早期,获得

技术的个体往往能将技术转化为自身的优势,他
们利用技术获得某种利益。 然而,当技术被更多

的人掌握时,技术所能带来的积极效果逐渐减少,
这主要是因为掌握技术的群体内部会不断分化。
第三,技术所带来的控制还需要在比较的视野做

出考察,劳动控制在工作场域普遍存在,当技术带

来的控制不如其他组织形式明显时,个体会选择

技术化的工作。 劳动者并非对技术的控制一无所

知,而是在众多选项中选择控制形式能够接受的

工作。 技术化的工作给弱势劳动者带来了红利,
但劳动者选择技术化的工作又往往是一种无奈中

的理性选择。
当然,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遗憾之处:首

先,受限于现有数据,本文对数字化工作的测量较

为简单,工作的数字化不仅体现在使用互联网的

比例方面,而且体现在工作中互联网的使用方式

与使用程度上。 其次,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样,工
作自主性具有两方面的内涵,既体现为劳动者感

知到的自主性,也体现为工作组织给予的灵活性,
现有的测量尚未两种不同的效应。 最后,数字化

影响工作自主性的机制与条件也有待于后续的进

一步分析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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